
儒家思想中的“关系”逻辑
———“伦”字界说及其内在理路

秦鹏飞

提要：本文在潘光旦先生对“伦”字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家关系理论进行
了思想史探源，展现其从“类别”到“关系”、从“经验”到“伦理”的逻辑演绎
过程。 借助对儒家相关典籍的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五伦”
概念与“亲亲”“尊尊”两个原则有关。 这两个原则在日常实践中又表现为对
“恩”和“义”的考量，这种考量区分出“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不同的行动原则。 由此，本文深化了对“五伦”
在经验上的概括性的理解。

关键词：伦　 亲亲尊尊　 恩义

一、引　 言

“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基本民情时

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得到普遍地应用。 但从

理论界对“差序格局”概念的反思来看，对于这种以“分别亲疏远近”为
特征的关系格局到底依靠何种机制来有效地运作，学者们尚存在不同

的理解。 例如，肖瑛认为，“差序格局”通过工具性地建立各种情感和

道德的共同体以弥合或者模糊私人关系与公共利益及正式制度之间的

界限，从而实现私人或制度的目的，因此这其实是以“特殊主义”的“生
活逻辑”代替了“普遍主义”的“制度逻辑”（肖瑛，２０１４）。 周飞舟则指

出，西方本位式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考察立场未必能够帮助我

们理解“差序格局”的性质，因为中西文明传统中对“公—私”关系或

“普遍—特殊”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从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原则来

看，充盈于日常生活中的有特殊主义色彩的“差序”关系本就属于传统

文化里的“公”或“普遍”范畴。 也就是说，在传统思想的视阈里，“差序

格局”恰恰是一个以“公”为原则的社会结构，而“差序格局”下的关系

实践又正是“亲疏有别”的行动伦理的作用结果（周飞舟，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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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立场因素外，不少研究者已经提出并阐明：“差序格局”概念确

实有其传统思想的渊源。 例如，林端就直接地认为，“差序格局”不过

是儒家伦理被形式化或仪式化之后的一套争取可欲资源的社会机制，
是儒家伦理外显为某种社会制度的表现（林端，２０１４）；①而阎明的考证

则指出，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对“伦”的研究和对儒家“推或扩充

之论”的阐发是“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论基础与来源之一（阎明，２０１６）。
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如果想彻底理解“差序格局”的运行机制，对传统

思想资源中有关行动伦理的学说进行专门的探索和反思就是必须进行

且更为基础性的工作。
这一工作并非无迹可循———我们不妨先从反思潘光旦先生的著作

开始。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潘光旦先生就通过一系列文章系统介

绍了儒家思想中的“伦”字，提出其与“关系”一词的同义性，并讨论其

所具有的成为本土化社会学理论起点的潜力。②

潘先生在《说“伦”字———说“伦”之一》 （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７）、《“伦”有二

义———说“伦” 之二》 （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ａ） 和 《说 “五伦” 的由来》 （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这三篇文章中用训诂学的方法对“伦”字的本义进行了考证。
他认为，“伦”有三义：第一义是“伦”从“仑”，即“伦”有条理、秩序之

意———这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用法；第二义是“伦”从“人”，即“伦”有类

别之意，具体而言指人与人之间有所异同的状态和流品；“伦”的第三

义也是在“伦”从“人”的意义上说的，是第二义的引申，即“伦”有关系

之意，具体而言指人与人之间因交往而产生的关系。③ 由于“伦”字的

第一义在儒家典籍中并不被经常使用，潘先生主要针对“伦”字的第

二、三义进行了集中讨论。④

明伦是民族文化里很有价值的一个观念。 它原有两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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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林端认为，“差序格局”是一套系统而繁复的“人情法则”，而儒家伦理中“修、齐、治、平”
的理想则为这套人情法则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础（林端，２０１４）。
潘先生认为，与儒家思想中诸如“仁、义、忠、孝、爱、信、和、平”之类的概念相比，“伦”这

一概念兼具着具体性和一般性的特征，因而更具有作为接续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恰切性：
“第一，它比这一类的字要具体而不抽象……我们可以知‘伦’字所指的东西是很清楚

的，一点也不含糊……第二，‘伦’字比所谓‘八德’一类的字要来得概括，它实际上可以

网罗它们以及其他许多代表德行的字；我们若真能‘明伦’，我们对这一类的德行也就自

然认识，并且可以认识得更清楚”（潘光旦，１９９７ ／ １９４０：２３）。
对这三篇文章精彩独到的梳理，可参见翟学伟，２０１６。
在潘先生看来，“伦”字的第二义和第三义在重要性上是等同的。



到了今日，第一义（“类别”）变晦了，第二义（“关系”）则嫌太狭。
恢复与发挥第一义，补充与修正第二义，是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应有

的任务。 （潘光旦，１９９７ ／ １９４０：２７）

翟学伟认为，潘先生强调“伦”字的“类别”之意，实际上是在为他

对儒家思想的生物学基础进行论述做准备。 在“类别”的意义上，潘先

生强调，其他物种与人以及人类内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差异性（翟学

伟，２０１６），理解这一差异性正是理解中国式关系的关键所在。 翟学伟

指出，人的自然差等意味着互动中形成的关系隐含着尊卑相异的“等
级参数”，随之而来的是，由关系延展而形成的社会其本身便存在着级

差。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用以解释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理论，“差
序格局”不只是平面的、扩展的，同时也是有等级的。 但这种级差并不

代表支配或优势地位，而是指在以某个人自己为核心的“差序格局”
中，处在其他不同位置的人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共享这个人的成就。 等

级参数是自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活方式”，而儒家思想承认这

种“等级参数”，并通过完整的学说对之进行强化（翟学伟，２０１６）。 可

以说，上述对“类别”之伦的回溯和阐发，既是对“关系”含义的反思，也
为“差序格局”所具有的等级性找到了现实与理论上的双重依据。 不

过，仍然存在一个与之相关但尚待澄清的根本问题：就思想方面而言，
儒家究竟如何解释人所具有的类别上的差异性？ 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

上，儒家又发展出怎样的“讲人伦”的学说？ 换言之，在儒家看来，通过

互动产生关系的人们到底凭借什么去辨识和定位“他人”在“我的差序

格局”当中的位置，并决定“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共享“我的成就”呢？
本文将秉着这一问题，进一步梳理潘先生的相关研究，同时考察相关的

儒家典籍，以寻求答案。

二、伦有二义：潘光旦先生的论述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类别”之伦及其对“人有差等”的指涉外，同样

不应忽视的还有“类别”之伦和“关系”之伦间的内在关联。

“伦”字的两种意义都是很有价值的。 类别或差等的伦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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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静的，要靠理智来辨认；关系的伦是抽象而动的，要靠情绪来

体会与行为来表示。 社会生活的健全靠分子之间关系的正常与各

如其分，而关系的正常与各如其分则靠认识准确。 （潘光旦，
１９９７ ／ １９４０：２４）

明白了静的人伦，才可以谈到动的人伦，因为动的是建筑在静

的上面的。 这动的人伦便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间分别

应有的关系。 静的人伦注意到许多客观的品性……如今动的人伦

就要用这种品性做依据，来揅求每两个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即彼此

相待遇的方式来。 （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３４：１１５ － １１６）

在潘先生看来，类别是生发出关系的基础，也是从单独的个体扩展

到更宏观的群体生活的前提。 但“适当的关系”———即“五伦”———的

确立事实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方面，尽管先秦的儒家典籍中

不乏诸如“五典”“五常” “五达道”等对关系的概括性表述，但这些表

述虽名为“五”，其所指大多仅能涵盖“五伦”之说所概括的五种关系中

的一部分。 例如潘先生就指出，《尚书》中的“五品” “五教”一般都被

解释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所涉及之人不过父、母、兄、
弟、子，而未包括君臣、朋友的关系。 直到唐代以后，这些语汇才出现了

合流的趋势。① 另一方面，尽管“人伦有五”的说法最早由孟子提出，但
潘先生也指出，从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直到宋代，鲜有人采用或继承他

的这种说法。 宋代以后，由于孟子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突然被提高，加
上宋儒程颐、朱熹等人的解说，“五伦”之说才开始被发扬光大。 此后，
“五伦”之说逐渐整合其他有关人伦的学说，至清代时已演变成为一套

具有垄断性的用以界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话语（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
翟学伟，２０１６）。 在图 １ 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社会关系被最终化约为

“五伦”之说的历史过程（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１９５）。
不过，潘先生对“五伦”及其发展史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性

的。 他认为“五伦”并不足以概括所有的社会关系，并进而据此质疑

３８

专题研究 儒家思想中的“关系”逻辑

① 有研究者指出，从“二伦”“三伦”到“五伦”的变化与古代社会形态的演进有关。 《尚书》
中所记的“五典”和《左传》中所述的“五伦”均只涉及氏族社会时期的家庭内的血缘关

系。 它们可能是比孟子的“五伦”更为古老的观念，因为孟子所界定的“五伦”已经加入

了对非血缘的政治关系的认识，即增加了君臣之伦和朋友之伦（梁韦弦，１９９３；章启辉，
２０１５）。



　 注：根据潘光旦在《说“五伦”的由来》中所绘五伦发展史图制作（潘光旦，
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１９５）。 图中数字为潘光旦先生统计的相应社会关系在当时文献
中出现的频次。

图 １　 “五伦”发展史图

“五伦”是否有资格成为儒家思想中对所有社会关系做出界说的唯一

的理论话语。 在他看来，在“五伦”之说逐渐得到确立的过程中，“关
系”之伦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窄。

到五伦之说确立，而伦的第二义便受了束缚，再也解放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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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伦之中，父子、兄弟、夫妇三伦是属于家庭的，这当然是和家族制

度的畸形发展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君臣一伦一向又看得非常呆板，
其实一切领袖与随从的关系何尝不可以看做君臣关系？ 朋友一伦

比较后起，而其弊病也在不足以概括。 （潘光旦，１９９７ ／ １９４０：２６）

当然，这一判断值得商榷。 从潘先生的论述来看，“呆板”和“不足

以概括”的意思并不同。 前者指人为地将原本存在同构性的关系（如
领袖与随从）与儒家伦理中相应的关系模式（如君臣）相分离。 但事实

上，指出这种分离并不一定能构成对“五伦”的概括性的挑战。 至于后

者，由于潘先生未展开进一步论述，我们需要结合他的其他相关论述加

以分析。
潘先生根据自己绘制的表格，划出了伦的七种类别：（１）属于自然

区别的伦，即“长幼”“老少”“男女”；（２）属于家庭或家族的伦，即“母
子”“从父子” “同族”；（３）属于婚姻或因婚姻而发生的伦，即“姑媳”
“甥舅”“婚姻”（“亲家”）“娅婿”（“连襟”）；（４）属于家以外但与家有

往还的伦，即“宾主”“师生”“父执”“乡里”“新故”；（５）属于社会与文

化地位的伦，即“贤不肖” “贵贱” “贫富”；（６）属于政治地位的伦，即
“官民”“上下”“同僚”；（７）越出人道以外的伦，即“人鬼”“人与天地”
（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１９３）。①

我们可以从表格中发现，有五种关系无法被“五伦”所吸纳。 首

先，是超出人道以外的“人鬼”和“人与天地”。 这两种关系并非人事的

范畴，与界定“人道”的“五伦”无涉。 接着，是“新故”和“贤不肖”。 不

过在潘先生看来，“新故”与“贤不肖”没有被纳入五伦，更多地是出于

用词上的原因，即这两对关系其实“牵涉到三个人” （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②若将语汇中涉及到的关系分解开来，分别变成“我”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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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为时代的原因，潘先生的用词在今天已经不太常见。 简单说来，“从父子”，大体如现

在的堂叔侄，“婚姻”指亲家，“娅婿”指连襟，“父执”指父亲的朋友，“乡里”如现在的同

乡，“新故”指新的和旧的朋友，“贤不肖”指贤者和不肖之徒。
潘先生指出：“种种关系中，有的是很清楚地和所谓五伦属于同一范畴，即每一关系中包

括两个人，与这两个人之间彼此如何相待，初不论这相待的方式与态度是否一样，是否相

等。 但有的就不这样清楚，如‘新故’与‘贤不肖’。 这一类的关系要牵涉到三个人，一个

是我，一个是贤的甲，一个是不肖的乙，所云关系指的是我对甲对乙应如何分别对待，对
新故也是如此。 好在这种例子只此两个，且既与五伦不属同一范畴，我们自可搁过不提”
（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１９３ － １９４）。



“我”与“故”、“我”与“贤”、“我”与“不肖”的关系，则五伦是可以吸

纳的。
最后，是“贫富关系”。 它也是图 １ 中实际上唯一无法被“五伦”所

概括的关系。 潘先生对此未尝详论。 但对于“五伦”的概括性，我们应

当首先明确一个前提，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关系”之伦建立在“类
别”之伦的基础上，关系的划分以类别为基本依据，这是潘先生已经指

出的；同时，我们又当注意一个问题：在“五伦”话语形成之后，古代儒

家学者对“五伦”所具有的概括性并未有过任何质疑的声音，那么有没

有可能，潘先生从经验出发、用穷举法划分出的先秦时期的类别，与较

晚才形成的“五伦”话语所依据的类别有所不同呢？ 换言之，“贫富”作
为一种基于“社会与文化地位”类别的关系划分，是否能通过被划为其

他类别而被“五伦”吸纳呢？
虽然潘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一假设却被他的其他论述

所证实。 潘先生划分出的七种类别本来各有指称，也不可互相通约，但
在“五伦”逐渐吸纳这些类别之下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有的社会关系

被合并到同一伦，有的被一分为多，被纳入多个伦中———这恐怕正是因

为“五伦”本身所依赖的“类别”之伦，与潘先生所说的七种类别并不一

样。 例如，潘先生说：

可以纳入二伦的则有同族、姑媳和甥舅。 姑媳纳入父子一伦，
是很自然的；但姑媳也有君臣之分……甥舅一向指不止一种的关

系，若所指为舅父外甥，或为翁婿，则入父子一伦，若指姊妹婿与内

兄弟之关系，则入兄弟一伦。 可以纳入三伦的有父执与“乡里”二

种。 父执可以作父辈看，可以做朋友看，也可以作兄长看……师生

的关系……五伦之中，我们可以把它纳进四伦。 （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１９４）

潘先生在这段文字中解释了四种关系，即“姑媳” “甥舅” “父执”
“师生”。 不过，这四种关系被比附到“五伦”的过程并不一样：“姑媳”
关系既可以被比附到父子之伦中，即媳妇以对待父母的方式对待自己

的婆婆，又可以被纳入到君臣之伦中，即媳妇以臣对待君的方式对待自

己的婆婆。 “父执”关系则是分情境的，若父亲的朋友年龄与父亲相

仿，则被纳入父子之伦，若与自己年龄差距不大，便纳入朋友之伦。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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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潘先生对上述四种关系的分析是有所混淆的。 “甥舅”与“父执”
仍属于经验层面的判断，“师生”与“姑媳”更加凸显“五伦”在行动伦

理层面的意涵，它们之所以被同时纳入多种伦中，正因其需要遵循“五
伦”中双重或多重的行动逻辑。①

综上所述，类的差异性和关系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而儒家思想的贡

献在于为这一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注入了伦理内涵，形成了一个系统

学说（翟学伟，２０１６），然而在这一学说中，“五伦”所依赖的“类别”之
伦在潘先生的研究中未能抽象化，且抽象的类别之伦所生发出的“五
伦”所具有的行动伦理要求的逻辑过程也有待澄清。 明乎此，潘先生

对“伦”字的梳理与描述（实线部分）以及前文总结的潘先生未能论及

的问题（虚线部分）便可以概括为如下的逻辑图示（图 ２），而虚线部分

正是本文认为需要通过梳理儒家典籍来解答的核心问题：

图 ２　 潘先生“伦”字研究的逻辑简图

三、有物有则：“类别”之伦中的“亲亲”“尊尊”

总结上文，我们已经知道“类别”之伦是生发出“五伦”的基础。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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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五伦”之间相互重叠的情况，在潘先生另一段对“师生”关系的分析中表现得更加

明显：“师生的关系……严肃时俨如君臣父子，和易时又宛若朋友弟兄，五伦之中，只有夫

妇一伦，完全和它牵扯不上。 性质上既如是其多方的关涉，而实际上居师道的人可能又

是祖若父，是兄，是宗族戚 中的老辈或比较年长之人，又或是父执……即，在师生的新

关系的背景里，往往早就存在着父子、兄弟、朋友一类先入为主的旧关系” （潘光旦，
２０００ ／ １９４８ｂ：１９７）。



尽管儒家典籍中有大量对“五伦”的讨论，“五伦”所依赖的抽象的“类
别”之伦却仍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处在晦暗不明的状态中。 这一点

可能是潘先生没有意识到的，也因此令潘先生做出“概括性不足”的判

断。 也即是说，对“五伦”所仰赖的、具有抽象特征的“类别”之伦的爬

梳，成为回应潘先生的论断和解决“五伦”概括性问题的关键。 与此相

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一抽象的“类别”之伦如何在逻辑上演绎出与

“五伦”相应的伦理要求———即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

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什么父子就是“亲”、君臣就是“义”呢？
这带来的第三个问题在于，“亲、义、别、序、信”的伦理要求似乎又造成

了实践中的模糊性。 “五伦”的形式十分简约，只直接规定了五对起到

理想类型作用的社会关系，当对方的“类”比较单一和明确时，可以通

过直接比附的办法对关系进行体认；但当对方的“类”比较复杂的时

候，就难免有多重伦同时施加到对方身上。 换句话说，“五伦”所区分

出的五种社会关系，并不是互斥的，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可能同时适用

于“亲、义、别、序、信”中的两项甚至多项。 但这种模糊性并不能和“五
伦”的普遍性等同起来，因为儒家学者用“五伦”解释社会关系时，靠的

并不是对五种伦理要求的排列组合。 因此，这种实践上的模糊性也需

要进一步澄清。
下文试以儒家典籍中的相关讨论为基础，通过梳理“五伦”在经验

上和行动伦理上的特征对以上问题做出讨论。

（一）五伦的经验特征

对“五伦”进行讨论，首先要展示其事实方面的特征。 在儒家典籍

中，对“五伦”的完整表述有二：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
昆弟①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朱熹，
２０１４：３６）

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２０１４：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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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昆弟”即兄弟。



《中庸》与《孟子》中对“五伦”的表述其实稍有不同，前者讲“昆
弟”而后者讲“长幼”。 实际上，尽管孟子对“五伦”话语的确定居功至

伟，但真正得到沿用的“五伦”表述来自《中庸》———虽然二者的意涵区

别并不大，其细微处仍应加以辨别。 钱穆先生说：“兄弟限在家中，长
幼则扩及社会” （钱穆，２０１４ａ：３５５）。 也就是说，“五伦”中原本有“三
伦”（“君臣”“长幼”“朋友”）可以超越家的界限而扩展到更广的范围，
但在“长幼”被“兄弟”取代之后，就只剩下两伦了（“君臣”与“朋友”）。
当事实层面的“五伦”被确定为“父子” “君臣” “夫妇” “兄弟” “长幼”
五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后，能够吸纳诸如“甥舅”“父执”之类的社会

关系就是毋庸置疑的———其具体方式是将这些社会关系比附到与之相

近的某一伦中。
其次，在事实层面的“五伦”中被认为确然存在一个由己出发、由

近及远而亲疏不同的关系网络。 父子最亲近，朋友最疏远。 例如，《白
虎通》就说“父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同

朝”（陈立，２０１４：２１９ － ２２０）。 对于不同的人，连复仇的空间距离都不

一样，这颇能体现儒家思想对不同关系进行差异化的态度。
再次，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五伦”中的五对关系，甚至比我们当下

普遍的理解还要窄一些。 例如汉儒郑玄解“朋友”为“同师曰朋，同志

曰友”（贾公彦，２０１４ａ：３６５），在礼经中“朋友”则仅指受业于同一个老

师的一众弟子。① 若仅以“同门”或“同志”来理解“朋友”，那么“五伦”
囊括的范围无疑更加狭窄。 但通过考察儒家典籍，我们发现，除了“同
门”“同志”的意涵外，“朋友”至少还有另外七层意思（见表 １）。

　 表 １ 　 　 儒家典籍中“朋友”意涵例举

意涵 相关文本

夫妇 袵席之上，朋友之道焉。 （《白虎通·嫁娶》，陈立，２０１４：４８７）

君臣
朋友攸摄，摄以威仪。 笺：“谓群臣同志好者也。” （《诗·大雅》，孔颖达，
２０１５：１５７７）

兄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礼记·檀弓》，孔颖达，１９９９：１７５）
方悫：“墓有宿草，则期年矣，是以兄弟之义丧之也。”（转自卫湜，１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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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礼记·檀弓》中说：“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 吾过矣！ 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

矣。’”郑玄在注释中说：“群，谓同门朋友也”（孔颖达，１９９９：２０３）。



续表 １

意涵 相关文本

师
师弟子之道有三。 论语“有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 （《白虎通·辟雍》，
陈立，２０１４：２５８）

故旧
朋是同门之称，友为同志之名，故旧即昔之朋友也。 然则朋友新故通名，故旧
唯施久远。 （《毛诗注疏》，孔颖达，２０１５：８１９）

同井
八曰友，以任得民。 郑玄注：“友谓同井相合耦耡作者。” （《周礼·太宰》，贾
公彦，２０１４ａ：５４）

所知 所知，吾哭诸野。 （《礼记·檀弓》，孔颖达，１９９９：２０１）

我们可以比较表 １ 与其他“四伦”的内容并分别进行讨论。 所谓

“同井”，指周代井田制中在同一井内共同耕作的人，随着井田制的终

结，这一含义也随之丧失了存在基础。 “故旧”，则是“同门”“同志”的
引申，可以被朋友之伦所概括。 “夫妇” “君臣” “兄弟” “师”皆有朋友

之道，这其实与前述潘先生指出的“姑媳”“师生”的情形相同，即某一

社会关系同时具有多种伦常的意涵。 不过，“夫妇” “君臣” “兄弟”又
同时是独立的一伦，“师”则不然，只能通过比附到其他伦上去理解，但
显然，若仅把“师”作朋友来理解，似乎又不够———换言之，一个人的

“师”，总是应当比“同门” “同志”的朋友要“重要”一些。 而相对的，
“所知”则较“同门” “同志”为远。 “所知”这一类人的存在，使个人所

能形成的所有社会关系在儒家思想视阈内都被穷尽。 换句话说，在每

个人的差序格局里，“所知”是水波纹的最远处。
从逻辑上看，“所知”似乎只能比附朋友之伦，但又不可如此援引，

这是由于“五伦”亲疏不同的性质。 “师”尽管也未被纳入“五伦”，但
由于其地位特殊，可以援引对“父” “君”的关系。 可是比“同门” “同
志”更疏远的“所知”，因为“五伦”不可从“疏”逆推至“亲”的缘故，不
能援引到“同门同志”的朋友之伦上。 正是这具有代表性的一近一远

的关系，令我们分析“五伦”吸纳新的社会关系的路径变得有迹可循。
也就是说，若将“师”或“所知”换成其他或近或远的关系，如“老板”
“同事”之类，可能也可以沿循对“师”或“所知”的处理方式。 当然，这
需要在厘清“五伦”作为行动伦理的意义之后，才能够得到回答。

（二）五伦的伦理性

对于处在某一伦中的特定关系下的双方的行动伦理，最概括的表

０９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０． １



述莫过于孟子的“亲、义、别、序、信”。 这个表述是高度抽象的，不过，
我们可以先由这五对关系出发，将它们作为五种“理想类型”，考察其

在伦理层面的含义，以便理解这一表述。
我们以儒家思想中的丧服制度为例来说明。① 需首先提及的是，

丧服制度以及儒家礼经中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仪节，恐怕自始至终都没

有实行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礼”没有研究价值，相反，对礼仪的细致

分析也许会对我们理解儒家思想视阈中的“关系”更有助益。 因为

“礼”本身是儒家思想制度化的一种体现，这种制度化最显著的表征，
是对各种身份或身处各种关系下的人做出的近乎强制性的规定。 对于

此，陈来对于“礼”和“仪”所作的区分具有启发性：“仪”是具体的仪节

度数，“礼”则可以被看做是抽象化了的、组织社会政治秩序所依赖的

原则或精神（陈来，２０１３）。 在儒家学者眼里，“仪”可因时代演进而变

化，“礼”的原则却是“百世可知”、无所变易的。 也就是说，“礼”的各

种纷繁复杂的仪节度数其背后所灌注的，是儒家学者所认为的最重要

的组织和解释社会秩序的原则。 任何违反仪节的做法，在儒家看来都

是对这些原则的损害，而这些原则在儒家思想中是超越时间的。
就此而言，丧服制度本身的各种服制，不过是仪节度数的一部分，

因其相较于其他记载“礼”的文本更具系统性与逻辑性，且每一种服制

背后都倾注了对相应社会关系在行动中的考量。 故而本文试图以丧服

制度为切入点，将儒家考量社会关系时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标准解释清

楚，进而对孟子的“五伦”做出解说。
丧服的服制一共有五种，分别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这

五种服制依照其精细程度的不同而渐次递减。 斩衰最粗糙，服制最重；
缌麻最精细，服制也最轻。 至于服重服或服轻服的依据，《礼记·大

传》中说，“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

幼，六曰从服”，即根据这六个原则来确定因某人去世而为其所穿的丧

服的轻重。 其中尤以前二者为重要，后四者皆为“亲亲”与“尊尊”原则

的延伸。
亲亲的原则可以被概括为“至亲以期断”（“期”指期年，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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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丧服》本为儒家经典《仪礼》十七篇中的一篇，与其他十六篇相比，《丧服》是唯一一篇对

“自天子至于庶人”的仪节都作出规定的，这是《丧服》的特殊性和系统性所在。 对于“五

伦”所言及的五对社会关系，《丧服》中也有直接的、可供比较的文本。



也就是说，对最亲近的“一体之亲” （即父子、夫妇和兄弟），当制服一

年，服齐衰之服。 但实际上，对作为“一体之亲”的父子、夫妇和兄弟来

说，只有兄弟是互相服齐衰的，父子、夫妇皆不然。 例如，在父子关系

中，子为父服斩衰（三年之服），父则只为其嫡子服斩衰，为众子（除嫡

子之外的其他儿子）仅服齐衰。 这是因为，父对子而言，除了“至亲”的
含义之外，还另有一层“至尊”的含义，故子为父原本当服至亲的齐衰

之服，却因父之“尊”而加一等至斩衰之服———这就是尊尊原则的体

现。 子对父而言则没有“尊”的意思，因此，父为子只需要服至亲之服。
唯一的例外，是父对他的嫡子。 《丧服·斩衰》章说：

父为长子。 传曰：何以三年也？ 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
（《仪礼·丧服》，贾公彦，２０１４ｂ：８８４ － ８８５）

父之所以需要为嫡子服斩衰之服，是因为嫡子在将来是率领同宗

诸弟祭祀先祖的祭主（周飞舟，２０１５），即上文所说的“正体于上，又乃

将所传重”。 也就是说，嫡子对于父而言的“尊尊”之义来源于先祖，相
对于先祖而言，父就是卑者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尊尊原则与先祖

之间的关联。 《礼记·大传》说：“是故人道亲亲也。 亲亲故尊祖”（孔
颖达，１９９９：１０１１）。 清儒孙希旦说：“祖者，亲之所尊也。 能亲亲，则必

以亲之心为心，而递推之以至于无穷而尊祖矣” （孙希旦，２００７：９１７），
也就是说，在父子关系互动的双方之外，还有隐含着的第三方的“祖”
发挥着作用。 “祖”并不止于祖父，而是这一家庭中父以上（包括父亲）
的一整个谱系，正是这一谱系的存在，成为了家庭范围内尊尊原则的来

源；同时，这一尊尊的原则又是通过“子”将心比心、不断上溯而得到确

认的。 换言之，尊尊实际上是源于亲亲、因亲亲之情而生出的对亲亲之

人（例如父）所亲之人（父之所亲之人是祖）的“敬”的一种态度。① 尽

管尊尊原则在后来的社会关系中施用的范围渐渐扩大，其作为一种态

度的性质却没有变。
对父子之伦亲亲与尊尊的原则进行理解之后，其余“四伦”也就比

较好理解了。 夫妇双方互相为服时仍然遵循亲亲尊尊的原则，夫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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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亲亲与尊尊原则的梳理，参见周飞舟（２０１５）。 当然，这只是我们理解“尊尊”原则的一

个面向，尊尊的含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敬”的态度。



是妻子的至亲之外，也被认为是至尊，故妻子为夫服斩衰三年，而夫为

妻只依照亲亲的原则服齐衰一年。①

至于已经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尊尊便成为主要的制服原则。 臣

子出于尊尊之义，为君服至尊之服，斩衰三年；君对臣子，则由于没有尊

尊之义，只服吊服，这是与为“朋友”所服之服一样的服制。 对臣子来

说，君的至尊地位是有来源的，《孝经》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即君的尊尊之义来源于父。 但这并非是说完全以对待父亲的方式来对

待君。 对父亲的态度如《论语》中著名的“父攘羊”的故事。② 孔子明

确提出“子为父隐”的合理性，即便父亲有偷窃的事实，儿子也不应宣

扬其过失，而应以反复劝谏的方式使其改过。③ 但臣子对君却不能这

么做。 《檀弓》明言，“事君有犯而无隐”（孔颖达，１９９９：１６９）。 君臣关

系与父子关系最显著的区分，正在于臣子对君的过失不应加以隐匿。
兄弟之间，对同属一体之亲者，根据“至亲以期断”的原则服齐衰，

不属一体之亲者，则按关系远近依次递减，如为同父的亲兄弟服齐衰

服，为同祖的堂兄弟服大功服，为同曾祖的堂兄弟服小功服等。
朋友之间，既没有亲缘的关系，也没有尊尊的意涵，故而互相之间

并不正式制服，而是只有吊服，与君为臣所服之服相同。 不过，朋友之

间虽然出了五服之外，仍有心丧一年之制。 对朋友的处理，是比附于一

体之亲的兄弟的，宋儒方悫说：“墓有宿草，则期年矣，是以兄弟之义丧

之也”（转自卫湜，卷十五）。 尽管不再服服，但仍然要心存哀悼，即对

朋友相互之间的感情要有所表达，这仍然是亲亲原则的延伸。
通过对严格意义上五种社会关系的服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

亲疏不同、愈推愈远的关系网络的逻辑顺序在儒家视阈中是有其义理

基础的。 夫妇、父子是人伦之始，而后有兄弟，在家的范围内，亲亲与尊

尊的原则就已经完成了；但这两个原则在家之外仍然适用，由父推及

君，由兄弟推及朋友。 重要的是，这一顺序不可逆转，不能倒推，不论是

“资于事父”还是“比于兄弟”，都不会变成真正的父亲或兄弟。
“五伦”所仰赖的抽象类别的标准，正是亲亲与尊尊原则下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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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妻子的亲属超越了一宗的范围，只属于外亲，丧服制度中对外亲皆服五服中最轻的缌麻

（参见《仪礼·丧服·记》；周飞舟，２０１５）。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朱熹，２０１４：１８８）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 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孔颖达，１９９９：８３８）



分。 换句话说，在儒家思想中，“五伦”能够穷尽世间的关系，无外乎是

对亲亲与尊尊原则的考量和应用。 尽管“五伦”因其亲疏远近的区别

而不能倒推，但是身处“五伦”中的客观关系，却难免呈现出多重伦同

时对其施以要求的情形。 例如，认为“父子有亲”，是恰当的，但若说父

子中因此没有尊尊的成分在，就会失之偏狭。 同理，“君臣有义”，也并

非否认君臣之间就没有类似朋友的亲爱之情———这是儒家思想已经明

确指出的。 这样，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父子就要特别强调“有亲”，君
臣就要特别强调“有义”呢？ 对这个问题更加理论化的表述是，“亲亲”
和“尊尊”的原则是如何演绎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要求的呢？

四、恩义之间：“关系”之伦中的“五达道”

丧服制度中，亲亲与尊尊的原则分别与“恩”和“义”相关联。 《礼
记·大传》说：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 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

于祢，名曰重。 （注：用恩则父母重而祖轻，用义则祖重而父母轻。
恩重者为之三年，义重者为之齐衰。） （《礼记·大传》，孔颖达，
１９９９：１００７）

“祢”即父亲的意思。 经文中所谓的“轻”与“重”都是就服制而言

的。 从一个人为其父母到为其曾祖、高祖的服，有一个随关系渐远而逐

渐减杀的过程，子为父服斩衰三年之服，为祖父服齐衰一年之服，后者

较前者为轻，为曾祖、高祖服齐衰三月之服，又更轻。 反过来看，则一个

人为高祖、曾祖、祖、父的服逐渐变重。 藉由“由下及上”和“由上及下”
的两个过程，经文指出了“用恩”和“用义”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理：父
母因亲亲而恩重，故要为之服三年，祖、曾祖、高祖，恩不及父母，故为其

所服的服也随之递减。 但这种递减是有限的，祖、曾祖、高祖始终对一

个人而言有尊尊之义，因此最轻也要为之服齐衰三月之服，而不能降至

更轻的小功之服或缌麻之服。
对此，清儒孙希旦认为，“仁主于恩厚，义主于断制” （孙希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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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９１３）。 子为其亲所服之服由对父亲的三年之服开始上推至祖、
曾祖等，因恩情的减杀而在服上降等，到齐衰三月为止，因为齐衰三月

正是“义”之“断制”，也就是尊尊的界限。 若没有这个“断制”，仅随着

恩情去制服，那么为曾祖、高祖乃至远祖就会降到更轻的服制，乃至于

无服。 而由对高祖、曾祖的齐衰三月之服下推至祖、父，随着恩情渐重，
所服之服也随之加重，到父则服三年之服。 这其中，“义”是一样的，都
是至尊，“恩”却有一个轻重的区别。 故而对父、祖、曾祖、高祖的服的

不同，其实还是出于对恩与义的成分的考量。 又比如臣子对于君，亲爱

之情或许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君是义之大者，以义为断，因
此仍然要服重服。 需要注意的是，“以义为断”仅指在君臣关系中义压

过了恩，并非指君臣之间只有尊尊之义而毫无亲爱之情。 表 １ 中所指

出的君臣之伦中的朋友之义，正是在这个亲爱之情的意义上存在的。
进一步地看，《礼记·丧服四制》说，“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

义断恩”（孔颖达，１９９９：１６７３）。 孙希旦认为，“门内之服，为父斩衰，自
义率祖，而杀极于三月，自仁率亲，而加隆于三年。 是恩重而义轻也，故
曰‘恩掩义’。 门外之服，以恩制者，不过旁亲之期、功，以义制者，极于

至尊三年。 是义重而恩轻也，固曰‘义断恩’” （孙希旦，２００７：１４６９）。
“掩义”与“断恩”，并不是否认恩、义在某一社会关系中并存的状态，二
者也绝非彼此互斥的关系，而是有所重叠。 这句话所强调的，是在具体

关系的考量上关系双方依据彼此恩义轻重的不同，做出更“合理”的行动

选择。 正是这一“掩”一“断”，使“五伦”中每一对社会关系相对应的行

动伦理产生了差别。 民国学者刘咸炘的论述可以当作对以上梳理的

总结。

五伦皆需恩义兼至，而中亦微有不同。 父子兄弟虽非义不正，
而主于恩；君臣朋友虽非恩不交，而主于义。 夫妇则恩义兼之，恩
如兄弟，义如朋友。 父子、兄弟恩固不可以绝，故曰伦常。 讲情不

讲理，以重义则伤恩也。 君臣朋友，道合则合，不合则离。 （刘咸

炘，２０１０：９４５）

刘咸炘指出了“五伦”中恩义成分的不同和由此造成的行动伦理

上的差异性。 “五伦”互相区别的实质就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恩

与义成分的相异与裁断。 如上文所述，对恩义的裁断遵循着“门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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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原理。 如“夫妇”“君臣”，虽然都有朋友

之义（见表 １），但是另有一个更优先的（夫或君的）至尊的原则将朋友

之义“压”过去了，关系双方在行动中主要遵循的是那个更高的原则，
而对朋友之义的表达，则成为一种更隐晦、更微妙的“态度”或者心理

上的体认。 汉代学者毛亨的《诗谱序》中说，“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

恳诚而已”（孔颖达，２０１５：２），正可以当作这一态度的佐证。 需要强调

的是，在“五伦”之间相互重叠、其中某一种伦突出出来从而显见的这

种行动原则中，其他伦虽隐匿为态度或体认的性质，仍然十分重要，因
其直接影响着对行动伦理内容的塑造。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为什

么孟子在父子关系中强调“亲”，在君臣关系中强调“义”了。 但若说父

子关系中没有“义”，或君臣关系中没有“亲”，则是偏颇的。
在对严格限定的“五伦”的行动伦理内容做出分析之后，我们也就

更容易理解“五伦”吸纳新的社会关系的路径了。 我们可以以前文提

及的“师”与“所知”为例。
丧服制度中规定，师与弟子之间无正式服制，但有心丧。 弟子之于

师，吊服加麻，心丧三年；师于弟子，仍吊服加麻，心丧一年。① 丧服中

的三年之服，大都是为父、君、母等至亲或至尊之服。 在师徒关系中，对
师的处理，是仿制与父亲的关系的。 父母之恩亲来自“冥造之功，生育

之惠”（孔颖达，１９９９：１７０），而师之亲来自传道授业，教人成德，有“再
生父母”之义。 孔颖达解释认为，“以恩爱成己，有同于亲” （孔颖达，
１９９９：１７０）。 因此，《白虎通》中指出，“师弟子之道”尽管同时具备父

子、君臣、朋友三伦的含义，②而以父子之伦为最先，因此要心丧三年。
朱子说：“事亲者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者也。 事师者心丧三年，其
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不得尽者也。 事君者方丧三年，其服如

父母，而情由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 （朱熹，２００２：
３３５１）。 父对子本已经是至亲，又是一家之至尊，为父斩衰三年，是为

朱子所谓为父“情至”而“义尽”之意；而君臣关系中，君是一国至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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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弟子为师：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 （注：无丧师之礼。）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
丧子而无服。 丧子路亦然。 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 （注：无服，不为衰，吊服而加麻，
心丧三年。）”又，“师为弟子：孔子哭子路于中庭。 （注：寝中庭也。 与哭师同，亲之。）”
（《礼记·檀弓》）（孔颖达，１９９９：２０９，１７４）
“师弟子之道有三。 论语‘朋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 又曰‘回也视予犹父也’，父子

之道也。 以君臣之义教之，君臣之道也。”（《白虎通·辟雍》，陈立，２０１４：２５８）



君虽有情不足处，却仍然在义的裁断下，需要为君服三年斩衰之服，是
为朱子所谓的“义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 师弟子关系中，因师有

再造之恩而情厚，却因非君至尊而有义的限制，体现在丧礼制度上，便
只有心丧而无服了；师对弟子，则以朋友之伦贯之。

对“所知”的处理则更曲折一些，但推理的方式却无出朱子的表

述。 不论哪一种关系，都有恩义深浅的考量。 但义和恩情相比，是相对

外在的东西，也即是交往双方应当共同遵守的标准。 这一标准在恩情

不足时便尤其凸显———正如对君的处理一样———对于“所知”也是如

此，尽管交往尚浅，但仍有义的制约。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说：“曾
子门弟子或将之晋，曰：‘吾无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 有知焉

谓之友，曰友之也。 无知焉谓之主，且客之而已’” （孔广森，２０１３：
１０３）。 曾子所谓的“友”还是狭义的同门、同志，而对于“所知”，则提出

了一个“客之”的原则。 这个“客之”当作何理解？ 《论语》云“弟子入

则孝，出则弟”，又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朱熹，２０１４：６１，
１０５）；《礼记·曲礼》说，“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
年以长，则肩随之”（孔颖达，１９９９：２８）。 对于“所知”，首先是“信”，即
彼此间有言而有信之义。 这是“义”，是朱子所谓的“义尽而情或不尽”
的情况。 随着交往渐深，恩情的成分渐渐加重，以父兄事之、少者安之

的“情”也逐渐跟了上来。
总结上文，我们已经能看到在亲亲与尊尊原则指导下的“五伦”通

过对恩义成分的考量而在行动伦理层面吸纳其他社会关系的内在理

路。 这一行动伦理以事实上社会关系的确定为基础，指导处在具体社

会关系中的人如何与对方相处。 其处理的办法，是通过比附到“五伦”
中的某一种角色，而做出相应的行动。 而在社会事实的层面，尽管一种

新的因为交往而产生的关系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样态，但仍能够通过行

动伦理层面的“五伦”而得到化约与体认。 新的交往对象各异，其具体

的行为准则却无不有一固定的标准———正如对“师”、对“所知”那样。
正是在这一标准的意义上，也即正是在行动伦理的层面，“五伦”作为

五种“理想类型”具有了普遍性。 这种普遍性建立在对某一对特定关

系的体认上，而适用于这一关系能够指涉的所有集合。
根据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五伦”的普遍性表现为以亲亲

和尊尊为基本原则、通过比附索引的方法将新的社会关系纳入“五伦”
中的某一种之中。 在此基础上，若以“五伦”的意涵来考察“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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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则“差序格局”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解释日常生活

行动的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构成社会的个体本身固有的“类”的差异

性被承认，不同类别下的个体彼此互动，形成了有差别却又秩序井然的

“关系”格局。 这种井然状态正是儒家“和”的社会理想的最好体现。
最后，我们可以以潘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这静的伦与动的伦须是相须相成、缺一不可的。 仅仅有静的

伦，仅仅讲流品的辨别，社会生活一定是十分冷酷，并且根本上怕

就不会有社会生活，历史上也就不曾有过此种实例。 仅仅有动的

伦，仅仅谈人我的应如何相亲相爱，完全不理会方式与程度上的差

别，结果，不但减少了社会进步的机缘，并且日常的生活流入了感

伤主义一途……前者（指儒家思想）并且其同与和之间，特别着重

和，认为其同而不和，毋宁不同而和。 （潘光旦，２０００ ／ １９３４：１１６）

五、余　 论

近代以后，西风东来引发多种思潮的激荡，积贫积弱的国家情势更

招致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与反思，以人的流品类别各异为前提

的五伦之说自然成为儒家思想被集中攻击的地方。 不论是“培养新

民”的梁启超，还是“冲决网罗”的谭嗣同，多以对平等的理解为起点，对
儒家思想大加批判。 如谭嗣同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

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 顾择交何如耳。 所以者何？ 一曰平等；
二曰自由；三曰节寅惟意。 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兄弟于

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 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伦有五，而
全具自主之权者一，夫安得不矜重乎！”（谭嗣同，２０１７：５７ － ５８）从儒家

内部的学术传统来讲，“五伦”自有其“类有差等”的前提和固有的、外
推的逻辑顺序，谭嗣同等人对前“四伦”加以批判而舍弃，只留朋友伦，
主要是建立在对这一前提和逻辑的忽视的基础上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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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嗣同重视朋友伦或朋友关系，原因在于关系双方“全具自主之权”。 在儒家思想中，朋
友关系是唯一互相对等的一对关系，其指涉的家之外的经验范围时至今日也有了获得更

大扩展的可能性。 因此，对朋友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也许相较其他“四伦”更有现代意

义，需专文另述。



又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有私德而无公德”，并由此主张在“五
伦”之外另外建立一个“群己伦”，以为伦在这个“群己伦”下便有了

“公德”的内涵。 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主张本身便犯了形式逻辑的错

误，即社会关系是人对人而言的，在“群己伦”中，“己”是关系的一方，
是具体的人或个体，而作为另一方的“群”则没有依托，只是抽象的

“类”，二者并不能直接对应（钱穆，２０１４ｂ：３７２）；而且，关于儒家思想

“有私德无公德”的看法，恐怕更多的是如前文所提及的基于不同理论

传统或考察立场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开展更审慎的与进一步的

反思。
对儒家伦理固有的内在逻辑的演绎和展现而言，本文的工作远没

有完成。 由“亲亲”“尊尊”的类别之伦生发出的“五伦”，是对社会现

实的确认———正如贺麟先生指出的，这五种关系在现实中广泛存在，是
不能逃避、不应逃避的，“五伦”背后的种种道德信条，就是对这五种关

系的践履和调适的指导（贺麟，２０１４）。 这意味着，在“五伦”中，如果一

方并没有遵守相应的道德信条，那么这个关系就有终止的危险。 换句

话说，关系是相对的。 例如君如果不尽为君的本分，则臣也就不认为自

己是臣、也不应当是臣了。 齐宣王问孟子，武王伐纣难道不是大逆不道

的臣弑君吗？ 孟子的回答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
梁惠王》，朱熹，２０１４：２８６）。 这是“五伦”作为一种相对性的道德所带

来的必然后果。 但这与陈寅恪先生总结的“中国文化之定义”又有不

小的距离。 陈寅恪认为，“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

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仁，
均为抽象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陈寅恪，１９２８：２３７）。 这即是

说，即便君主昏庸如李煜，也要像贤明君主一样对待之；尽管朋友是个

不折不扣的小人，也要先对其预设一个鲍叔的形象。 换言之，他认为儒

家内部是认可三纲的绝对性的。 显然，“五伦”及其背后的道德意涵并

没有足够的力量产生这种结果。 如何处理“五伦”与这种绝对道德的

关系，在本文中并没有展现出来，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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